企业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
——基于不同组织惯例更新水平的研究[footnoteRef:1] [1: ] 


曹冬勤，彭 灿，杨 红【变更作者请按规范提供所有作者签名同意的书面申请！！！】，马  珩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6）

[bookmark: OLE_LINK1]摘要：为促进企业有效开展商业模式创新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双元性理论，通过对276份企业调查数据所做的统计分析，探讨企业双元创新对其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以及组织惯例更新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结果：突破性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渐进性创新有利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但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阻碍作用；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和互补均能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管理者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的管理启示包括：要根据所处环境和企业目标适时调整创新方式，在实践中注重双元创新的平衡和互补，以及充分重视组织惯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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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Organization Routine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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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确定的中文摘要内容对应提供英文摘要】
Abstract: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an enterprise to innovate its business model to adapt to the changes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ualistic theory, we discussed the impact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ing. Throug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276 enterprise survey dat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Meanwhile, incremental innovation is beneficial to the innovation of efficient business model, but hinders the innovation of value business model. Then the bal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ing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The management enlightenment for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 managers includes: the innovation mode should be timely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enterprise objectives, pay attention to the balance and complementarity of dual innovation in practice, and pay full attention to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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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全球进入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期时，人员限制流动、企业无法开工、团体活动受限等使得企业原本的商业模式运行效率大幅度降低，“无接触快递”“线上影院”“团购社群”“线上教育”等新商业模式快速兴起并迅速占领市场，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认识到在动荡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企业唯有及时而有效地对其商业模式进行适当创新，方能处变不惊、从容应对。
[bookmark: _Ref39864346][bookmark: OLE_LINK3]尽管学术界对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已经达成共识[1]，但仅关注其重要作用是远不够的，积极挖掘驱动商业模式创新产生的因素才能更好地应对环境动态性与竞争性。而在现有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前因变量研究其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如黄昊等[2]的研究，只有少数学者从环境不确定性、政府政策、企业战略等角度研究其驱动因素，如Tian[3]、魏泽龙等[4]的研究。Zott等[5]提出，在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众多因素中，技术创新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诱发因素，技术创新通过改变企业的经营和商业活动引发商业模式创新。
通过梳理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已有文献，发现以下不足：一是大多沿袭Zott等[6]的研究成果，集中探讨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和新颖性，较少从价值创造的视角探讨商业模式的前置因素，而在全球性竞争和新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商业模式成为连接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的商业架构，已有关于商业模式创新类型的研究已无法适应顾客主导的商业模式创新。二是在研究视角上，组织二元性理论认为复杂的外部环境使企业不能单一地开展突破性创新或者渐进性创新活动，应该兼顾二者、实施双元创新，但已有研究大多沿袭March[7]的研究成果，将二者的作用割裂开来，并未将两种创新方式置于同一框架内研究两种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共同（或交互）影响，且在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方面研究成果鲜少。三是在研究方法上，庞长伟等[8]认为以往商业模式实证研究数据更多地来自发达国家，李雪蓉等[9]提出国内多以经验归纳式的分析框架为主导并辅以相应的案例进行解释，缺乏精准的理论支撑和数据推理，缺乏立足企业实践的实证分析，无法为实施双元创新的企业卓有成效地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
更进一步地，孙永磊等[10]指出，商业模式创新作用过程中的情境调节因素是未来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内容。而组织惯例更新很可能正是一个产生显著影响的情境因素，因为它既能对双元创新产生重要影响[11]，也与商业模式创新相关[12]，因而必然会影响到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传导机制。应对复杂的外部环境，组织惯例更新正逢其时，但已有研究对于组织惯例更新在商业模式创新中起到的边界（调节）作用依旧是模糊的，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这种调节作用的存在显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综上，基于双元性理论，本研究试图从以下3个方面作出【遵照用词规范，不要随意改错】努力：一是检验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作用。企业采用何种类型的商业模式创新决定了企业如何利用内外部资源和能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区别于既有研究大多把焦点放在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和新颖性两个方面，本研究从商业模式的效率性和价值性出发，研究双元创新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对商业模式创新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和重要拓展。二是从双元创新内部匹配出发，进一步探讨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如何影响商业模式创新。三是考察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为深入理解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提供依据。
2  理论与假设
2.1  理论基础
2.1.1  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组织创新按照创新的幅度和新颖程度，可以划分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两种创新方式，Raisch等[13]认为当组织同时或交替开展以上两种创新方式时，即可认为是双元创新。Benner等[14]指出突破性创新是指具有颠覆性和探索性的企业活动，是对新技术、新知识、新技巧等的探索和开拓，目的在于实现企业的全新变革和技术的根本进步。Cui等[15]认为相比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活动往往幅度较小，强调对现有技术、信息和知识的更新、调整和延伸，是企业的一种适应性的发展方式。
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作为两种不同的创新方式，组织的二元理论认为，企业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资源有限性使企业不能单一地进行突破性创新或者渐进性创新活动，而是应该兼顾二者平衡，双元创新平衡性的概念便应运而生[16]。李忆等[17]认为，双元创新平衡性集中表示了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两类活动的平衡程度。此外，Floyd等[18]认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并将这种相互补充和促进的特性称之为双元创新的互补性。
学术界对商业模式的研究较早，“商业模式”一词最早于1957年出现在Bellman等[19]的研究中，但目前仍未形成统一的定义和自洽的逻辑结构。已有研究倾向于将商业模式视为企业战略选择的结果，有效的商业模式创新是企业应对外来挑战和内部不稳定性的重要途径。Zott等[5]提出技术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诱发因素，企业采用何种创新方式影响着企业如何利用创新资源实现商业模式创新。Cao等[20]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资源受限时，实现双元创新平衡性将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率，缓解商业模式创新资源不足的尴尬，为提升商业模式创新效率性和价值性提供了资源供应；当企业易于获得外部资源时，实现双元创新互补性将为企业有效获取、利用和整合商业模式创新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提供可靠保障，进一步提升企业效益。可见，双元创新不仅影响着组织绩效，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因变量，探讨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作用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2.1.2  组织惯例更新
Nelson等[21]最早进行组织惯例更新的研究，认为当组织原有惯例与外部环境不能实现有效耦合时，组织惯例能够主动进行搜寻以与环境相适应。因此，组织惯例更新主要是解决组织惯例与其环境之间的适应性问题。王永伟等[22]提出将组织惯例更新分为组织惯例更新和创新两个机制，更新机制强调内部惯例与环境的相适应，是一个自我扬弃的优化过程；创新机制则指在搜寻和选择的过程中形成新的组织惯例。现有研究聚焦于组织惯例更新前置因素和后效因素，鲜有文献将组织惯例更新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边界条件。尽管唐朝永等[23]在探讨组织衰落影响组织创新的机理中做了初步的尝试，但组织惯例更新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中到底发挥什么作用依然不得而知，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探讨。
2.2  研究假设
2.2.1  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运行效率，包括增加企业内部信息共享、降低直接或者间接交易成本。Gassmann等[24]认为，突破性创新的核心在于创造和贡献新知识，拥有突破性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加敢于打破常规和惯例进行高风险活动，实现企业的信息、知识和技术创新。而Teece[25]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会带动新的消费市场需求，迫使企业不断进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而非修补现有技术的漏洞以获得竞争优势。因此，实施突破性创新的企业往往将更多的创新资源放置于打破现有技术轨道中，不断追求新知识、新技术，而非致力于现有技术的效率提升。江积海等[26]提出，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的核心在于提升企业差异化程度和溢价能力，通过与顾客建立连接与互动，满足顾客的差异化需求以获取顾客忠诚。孙永磊等[10]提出，突破性创新具有的颠覆性特质有助于新产品设计和新市场开发，并通过最大限度地迎合市场需求和顾客价值提升顾客满意度。因此，在实施突破性创新的企业中，为了实现从技术领先到市场占有，努力探索和设计更为适合顾客需求的价值型商业模式成为其技术创新之后的必然选择。因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突破性创新负向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H1b：突破性创新正向影响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Zhang等[27]认为，渐进性创新会使企业的组织和人员结构相对稳定，企业的稳定程度相对较高，企业在结构调整、战略制定、技术更新中会不自觉参照过往经验和处理模式。因此，王思梦等[28]认为，实施渐进性创新的企业不会对现有商业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改变，而是在反复试错过程中找到效率更高的商业模式。可见，渐进性创新有利于提高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Vargo等[29]提出，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强调开展能够与消费群体建立互动和联系，通过建立企业与顾客的双向互动连接，顾客不再仅仅是单纯的价值消耗者，而是共同寻找问题解决方案的价值创造者。Bonakdar等[30]认为，价值创造作为商业模式创新的本质和核心，为了提供与顾客更高层次需求相匹配的价值主张以获取顾客忠诚，企业需要创造更好的资源、能力、技术和市场条件。而在渐进性创新导向下，企业会形成思维定式和惯性，缺乏主动探索市场目标的动力，无法从企业生产模式、销售模式和价值模式等多环节进行创新，主要将保持稳定的生产和竞争作为企业目标。因此，渐进性创新不利于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c：渐进性创新正向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H1d：渐进性创新负向影响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2.2.2  双元创新内部匹配与商业模式创新
Niewöhner等[31]提出突破性创新活动需要投入较多人、财、物资源，其效益的发挥往往具有滞后性，当企业过多地关注突破性创新活动时，势必会挤占主营业务的可利用资源。孙锐等[32]认为，提高商业模式效率需要不断地获取资源、配置资源和产出资源。可见，企业开展过多的突破性创新将使其商业模式创新所需要的资源难以得到保障。换言之，过度关注突破性创新可能对企业商业模式创新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或抑制作用。与突破性创新不同，渐进性创新活动所需投入较小，且不具有明显的时滞性，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机会成本，在短期内实现技术优化以获得短期绩效。但杨大鹏等[33]提出，过多地关注渐进性创新活动会形成组织路径依赖，不利于新技术和新知识的产生，可能会使企业陷入“能力陷阱”，不能满足多变的市场需求，也无法促进企业的商业模式跃迁升级。
由此可见，过度地关注突破性创新或者渐进性创新都将造成双元创新的不平衡状态，不利于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只有实施平衡型双元创新，才能既通过渐进性创新降低由于实施突破性创新而带来的高风险性，使企业在开发新产品、新市场、新渠道的同时维持市场地位，保证商业模式创新所需资源的供应，提高商业模式的效率性，又能通过强化突破性创新的技术成果来弥补渐进性创新的不足，以产品为载体传递异质性服务，提升商业模式的价值性。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a：双元创新平衡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呈正相关。
Lee等[34]认为，渐进性创新所产生的知识能够促进企业新知识搜索，使企业具有更强的知识吸收能力和消化能力，从而为突破性创新的有效开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和能力基础，并为组织结构、运作模式以及商业流程的重新设计提供技术支持，从而在现有基础上助力于提升商业模式效率性。李德强等[35]提出，突破性创新活动所产生的知识、技术、信息等恰恰是渐进性创新活动的基础，推动企业对知识的创新性应用反过来促进渐进性创新，为满足高度差异化的市场需求提供了可能，有利于提高消费黏性，使企业在与顾客不断连接互动和价值协同中获得收益。可见，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对提升商业模式的效率性和价值性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b：双元创新互补性与商业模式创新均呈正相关。
2.2.3  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
资源基础观认为，利用和重新组合企业资源的能力是企业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因素。Smith等[36]提出，企业有效运用资源的能力越强，其商业模式管理和创新的能力也越强。当组织惯例更新处于较高水平时，贯君等[37]认为组织惯例在适应环境的变化过程中不断进行“试错”和“选择”，其调整与演化速度加快，快速地推动制度变革，并根据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地调整人员结构、管理制度和部门职权等，此时，企业惯性、短视和刚性受到限制，路径依赖性减小。王永伟等[38]提出组织惯例更新有效减少了环境不确定性的影响，为商业模式效率的提升提供了稳定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突破性创新对效率型商业模式的负向影响。同时，Bozic等[39]提出，组织惯例更新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有效地将新颖和有价值的信息内部化，激发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通过改善产品外观、增加产品功能等对现有产品和技术进行改良和升级，促进企业渐进性创新活动的展开，使企业在维持市场地位、获得稳定收益中不断提升自身资源整合能力，提升商业模式效率性。此外，通过增加与环境的匹配度，组织惯例更新能够有效协同组织内的冲突，从而最大化地利用组织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能力，为创造和传递产品价值、提高组织运作效率提供支持，有益于价值型商业模式的展开。
相反，当组织惯例更新处于较低水平时，Zhou等[40]认为此时的组织惯例具有稳定性，固定的规范共识和行为模式明显，路径依赖性和结构刚性增强，企业创新所需要的技术变化容易被忽略，阻碍了商业模式创新效率提升。此外，唐朝永等[23]提出，低水平的组织惯例更新使得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思维认知具有趋同性，很难对商业模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疑和反思，企业内部吸收和整合资源的能力较差，不利于展开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活动，也无法实现两类创新活动的平衡和互补，导致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动力。
可见，在高水平的组织惯例更新环境中，无论是突破性创新还是渐进性创新，都将受益于高水平的组织惯例更新所带来的高环境适应性，组织创新活动与环境的适配性较高，此时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越高，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越强，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和价值性越高。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组织惯例更新正向调节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可以得到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image: ]

	图1  研究概念模型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实证研究所用的数据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收集，选择市场竞争激烈、创新活动频繁的制造业、信息和通信技术、电子产品、生命科学、新兴技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为调研对象。数据收集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通过向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MBA学员发放纸质问卷进行预调研，根据预调研反馈结果对问卷设计及措辞的恰当性进行评价，以形成更为科学和实用的量表。二是从2020年1月至3月展开正式调研，为了消除区域文化差异和经济差距带来的系统性误差，样本来源于广东、江苏、四川、陕西、上海、北京、河南等不同区域，填写对象为企业中高层管理者、基层管理者和技术人员，通过多种途径（电子邮件、邮寄纸质问卷、微信和QQ等）获取样本数据。
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410份，回收问卷350份，其中74份问卷由于测量题项填写不完整等被剔除，最终的有效问卷为276份，问卷回收率为85.3%，有效率为67.3%。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请认真了解国家七大行政地理分区的具体范围，按规范执行。如为笔者自己的研究划分，予以明确交代说明】
表1  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项目
	类别
	比例
	项目
	类别
	比例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46.511%
	被访者职位
	技术人员
	30.235%

	
	私营企业
	51.156%
	
	其他人员
	16.589%

	
	合资企业
	2.333%
	所属领域
	制造业
	34.883%

	企业人数/人
	[bookmark: OLE_LINK4]<100
	25.580%
	
	信息和通信技术
	6.982%

	
	100～500
	20.931%
	
	电子产品
	6.981%

	
	501～1 000
	6.979%
	
	新兴技术
	13.955%

	
	>1 000
	46.510%
	
	新能源
	30.112%

	企业成立年限/年
	<3
	13.951%
	
	其他
	7.087%

	
	3～5
	13.410%
	所在区域1）
	华北
	11.628%

	
	6～10
	16.818%
	
	华东
	41.861%

	
	11～15
	6.982%
	
	华中
	6.981%

	
	>15
	48.839%
	
	华南
	11.630%

	被访者职位
	高层管理者
	18.282%
	
	西南
	20.936%

	
	中层管理者
	2.333%
	
	西北
	4.652%

	
	基层管理者
	32.561%
	
	东北
	2.312%


注：N=276。

3.2  变量测量
采用Likert五分量表对变量进行测量。为确保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所有题项均来自国内外成熟量表，通过邀请领域内专家对来自国外量表进行翻译并对相关测量题项做适当修正，形成较为科学和实用的量表。
3.2.1   自变量测量
自变量是双元创新，测量量表设置5个题项来测量突破性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DI），设置4个题项来测量渐进性创新（incremental innovation;II）【遵守规范不要随意乱改】，如表2所示。
	表2   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测量量表

	变量
	测量题项
	参照基础

	突破性创新（DI）
	开发新产品或新服务
	Jansen等[41]

	
	重组业务流程
	

	
	技术领域内的全新突破
	

	
	新技术或产品产业化
	

	
	开发或进入新市场
	

	渐进性创新（II）
	改良现有技术或技能
	Jansen等[41]

	
	降低产品生产成本
	

	
	提高现有技术的适应面
	

	
	增加现有产品功能和种类
	



在测量双元创新平衡性（balance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BAI）时，为了区分高能平衡和低能平衡两种状态，参照王凤彬等[42]的做法,采用以下计算方法：
                           （1）
[bookmark: OLE_LINK2]式（1）中：BAI为双元创新平衡性的测量值，计算的数值越接近于1，双元创新的平衡性就越大；DI、II分别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的测量值。
基于He等[43]的算法，双元创新互补性（complementarity of ambidextrous innovation; CAI）的计算方法如下：
                                 （2）
式（2）中，CAI表示双元创新互补性的测量值。
为了保持量纲的一致性，对各变量的测量值均做无量纲化（极小化）处理。
3.2.2  因变量测量
因变量是商业模式创新，从效率和价值两个维度进行测量，分别设置6个题项，如表3所示。
	表3  商业模式创新测量量表

	变量
	测量题项
	参照基础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efficiency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EBM）
	简化和便捷交易
较少信息不对称，透明化交易
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快速、准确地匹配供需
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
商业模式具有良好的延展性
	Zoot等[6]

	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valuable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VBM）
	顾客具有全新体验的产品及服务
与利益相关者建立新的连接
有效解决顾客现有痛点
为顾客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价值主张与顾客的情感诉求相匹配
自身持续较好获取价值
	江积海等[26]



3.2.3  调节变量测量
调节变量是组织惯例更新。王永伟等[22]在组织惯例更新研究中开发的量表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采用8个题项对组织惯例更新进行测量，如表4所示。
	表4  组织惯例更新测量量表

	变量
	测量题项
	参照基础

	组织惯例更新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ing; ORU）
	改善组织规范的建议能够很快被采纳
鼓励员工参与组织规范的修订
定期考察和评估已有规范的运作效率
为员工提供新组织规范的培训
员工很快接受并运用新的组织规范
对新组织规范实施效果进行定期评估
主动进行组织规范变革
鼓励员工定期提交改善组织规范的提案
	王永伟等[22]



3.2.4  控制变量测量
（1）企业成立年限。表示企业从成立至今的时间（取自然对数）。由于存在组织惯性，年龄越大的企业往往创新意愿低于新创企业，因此对企业成立年限进行控制。
（2）企业规模。企业规模的差异影响着企业的资源富裕程度，会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因此对企业规模进行控制，用企业员工人数来表示（取自然对数）。
（3）行业竞争程度。行业竞争程度影响着企业创新活动，在测量上，1=无竞争，2=有竞争但不激烈，3=竞争程度中等，4=竞争很激烈，5=完全竞争。
4  实证分析
4.1  共同方法偏差分析
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采用以下方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一是通过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同源方差。采用SPSS19.0对量表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有5个，首个成分的方差解释率为26.662%，小于30%，未占多数，总的方差解释率为66.416%，表明数据的同源方差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二是运用单因子CFA检验法。采用Amos17.0以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组织惯例更新的所有维度作为单因子模型的新指标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结果较差（X2/df=11.808，CFI=0.339，TLI=0.218，IFI=0.346，RMSEA=0.193）。由以上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可知，研究问卷数据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的问题。
4.2  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首先通过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s α）进行信度检验，可以看出各变量的α系数均大于0.8，量表较好地通过了一致性检验。在效度检验上，量表所使用的问卷题项均来自国内外的成熟量表，在题项修改上与领域内的专家进行了严谨地讨论，保证了量表的内容效度；在收敛效度上，先计算了各个变量的KMO值（均大于0.8），并进行Barlett球形检验（结果P<0.01），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因子旋转，结果显示突破性创新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8、渐进性创新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效率型商业模式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价值型商业模式的因子载荷大于0.5、组织惯例更新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6，其平均方差萃取变异量AVE分别为0.764、0.559、0.591、0.576、0.501，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同时，由表6可以看出，所有构念的AVE平方根值大于任何两变量的相关系数，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别效度。
	表5  量表的信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载荷
	α系数
	KMO值
	AVE值

	突破性创新（DI）
	DI1
	0.905
	0.924
	0.896
	0.764

	
	DI2
	0.830
	
	
	

	
	DI3
	0.895
	
	
	

	
	DI4
	0.867
	
	
	

	
	DI5
	0.871
	
	
	

	渐进性创新
（II）
	II1
	0.765
	0.852
	0.824
	0.559

	
	II2
	0.737
	
	
	

	
	II3
	0.677
	
	
	

	
	II4
	0.805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EBM)
	EBM1
	0.788
	0.938
	0.931
	0.591

	
	EBM2
	0.798
	
	
	

	
	EBM3
	0.758
	
	
	

	
	EBM4
	0.725
	
	
	

	
	EBM5
	0.768
	
	
	

	
	EBM6
	0.772
	
	
	

	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VBM）
	VBM1
	0.777
	0.911
	0.915
	0.576

	
	VBM2
	0.776
	
	
	

	
	VBM3
	0.749
	
	
	

	
	VBM4
	0.700
	
	
	

	
	VBM5
	0.747
	
	
	

	
	VBM6
	0.800
	
	
	

	组织惯例更新（ORU）
	ORU1
	0.589
	0.884
	0.919
	0.501

	
	ORU2
	0.773
	
	
	

	
	ORU3
	0.778
	
	
	

	
	ORU4
	0.617
	
	
	

	
	ORU5
	0.722
	
	
	

	
	ORU6
	0.753
	
	
	

	
	ORU7
	0.738
	
	
	

	
	ORU8
	0.668
	
	
	



4.3  相关分析
表6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Pearson相关系数，各变量在数据层面表现出直接的紧密程度，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在适度范围内，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6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企业规模
	
	
	
	
	
	
	
	
	
	

	2．企业成立年限
	0.235**
	
	
	
	
	
	
	
	
	

	3．行业竞争程度
	0.010
	0.236**
	
	
	
	
	
	
	
	

	4．突破性创新
	-0.005
	0.013
	0.057
	0.874
	
	
	
	
	
	

	5．渐进性创新
	0.219**
	0.319**
	0.409**
	0.019
	0.747
	
	
	
	
	

	6．双元创新平衡性
	0.143**
	0.173**
	0.220**
	-0.170**
	0.446**
	
	
	
	
	

	7．双元创新互补性
	0.161**
	0.250**
	0.347**
	0.660**
	0.743**
	0.294**
	
	
	
	

	8．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0.109
	0.195**
	0.286**
	0.015
	0.507**
	0.718**
	0.408**
	0.768
	
	

	9．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0.121*
	0.228**
	0.260**
	0.122**
	0.440**
	0.569**
	0.426**
	0.622**
	0.759
	

	10．组织惯例更新
	0.031
	0.127*
	0.189**
	0.153**
	0.278**
	0.249**
	0.297**
	0.558**
	0.489**
	0.708

	均值
	3.950
	3.260
	3.692
	3.712
	3.298
	0.874
	0.483
	3.690
	3.301
	3.264

	标准差
	0.760
	0.770
	0.650
	0.650
	0.660
	0.080
	0.130
	0.970
	0.860
	0.780

	注：1）**、*分别为P<0.05，P<0.1；2）双侧检验；对角线黑体数字为AVE的平方根。下同。



4.4  回归分析
4.4.1  模型拟合检验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采用Amos17.0对模型与样本数据的整体拟合状况进行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理论模型与数据的各项拟合指标都达到了拟合标准，可以认为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较好。
	表7  模型拟合检验结果

	指标
	X2/df
	TLI
	CFI
	IFI
	PNFI
	AGFI
	RMSEA
	RMR

	参考值
	<3 .000
	>0.900
	>0.900
	>0.900
	>0.500
	>0.800
	<0.050
	<0.050

	观测值
	1.546
	0.920
	0.930
	0.931
	0.753
	0.805
	0.045
	0.045



4.4.2  主效应检验
采用多层线性回归的方法进行变量的主效应检验，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首先对模型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处于1～2之间，容差≥0.1，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其中：模型1和模型5分别表示企业规模、企业成立年限和行业竞争程度对效率型商业模式、价值型商业模式的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结果显示突破性创新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呈现出正向影响，假设H1a并未得到验证，渐进性创新对效率型商业模式具有正向作用，假设H1c得到验证；模型6检验突破性创新与渐进性创新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分别具有正向和负向作用，且模型6对效率型商业模式的解释力优于模型5，调整后的R2从0.103上升到0.208，假设H1b、H1d得到验证；模型3和模型4分别表示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对效率型商业模式的影响，结果显示双元创新平衡性在1%的水平上正向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双元创新互补性也对效率型商业模式产生了正向影响；模型7用于检验双元创新平衡性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双元创新平衡性正向影响价值型商业模式，模型8用于检验双元创新互补性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元创新互补性对价值型商业模式起正向影响作用，实证结果支持了假设H2a和H2b。
	表8   主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企业规模
	0.079
	0.001
	[bookmark: OLE_LINK23]−0.001
	0.038
	0.082
	0.019
	0.021
	0.038

	企业成立年限
	0.116*
	0.026
	0.048
	0.067
	0.157**
	0.084
	0.105**
	0.104*

	行业竞争程度
	0.258***
	0.090
	0.124***
	0.154***
	0.222***
	0.087
	0.120**
	0.112*

	突破性创新
	
	0.001*
	
	
	
	0.108*
	
	

	渐进性创新
	
	0.462***
	
	
	
	-0.373***
	
	

	双元创新平衡性
	
	
	0.682***
	
	
	
	0.521***
	

	双元创新互补性
	
	
	
	0.332***
	
	
	
	0.355***

	F值
	10.612***
	19.515***
	77.789***
	16.614***
	10.452***
	17.797***
	37.161***
	17.852***

	R2
	0.105
	0.265
	0.534
	0.197
	0.103
	0.208
	0.354
	0.209

	△R2
	0.095
	0.252
	0.528
	0.185
	0.093
	0.196
	0.345
	0.197

	VIF最大值
	1.123
	1.328
	1.134
	1.197
	1.123
	1.328
	1.134
	1.197

	


4.3.4  调节效应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组织惯例更新的调节作用，引入自变量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为避免多重共线性的影响，引入交互项前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通过逐层回归进行分析，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模型9～模型12表示以效率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13～模型16表示以价值型商业模式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9加入突破性创新、组织惯例更新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组织惯例更新正向调节突破性创新与效率型商业模式的关系；模型10加入渐进性创新、组织惯例更新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结果得到组织惯例更新与渐进性创新的交互项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H3；模型13和模型14分别加入突破性创新与组织惯例更新的交互项、渐进性创新与组织惯例更新的交互项，结果表明组织惯例更新分别在突破性创新、渐进性创新与价值型商业模式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实证结果与假设H3一致；模型11检验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平衡性与效率型商业模式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并未显著；模型15检验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平衡性与价值型商业模式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支持了假设H3；模型12中加入了组织惯例更新与双元创新互补性的交互项，检验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互补性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是否具有调节作用；模型16检验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互补性与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互补性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验证了假设H3。
	表9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模型15
	模型16

	企业规模
	0.085*
	0.015
	0.007
	0.056
	0.089*
	0.032
	0.027
	0.056

	企业成立年限
	0.071
	0.013
	0.024
	0.050
	0.119**
	0.075
	0.083*
	0.093*

	行业竞争程度
	0.191***
	0.045
	0.077**
	0.117**
	0.163***
	0.043
	0.077
	0.083

	突破性创新
	0.115**
	
	
	
	0.009
	
	
	

	渐进性创新
	
	0.354***
	
	
	
	-0.278***
	
	

	双元创新平衡性
	
	
	0.604***
	
	
	
	0.450***
	

	双元创新互补性
	
	
	
	0.211***
	
	
	
	0.254***

	组织惯例更新
	0.479***
	0.416***
	0.397***
	0.401***
	0.393***
	0.345***
	0.356***
	0.306***

	组织惯例更新×突破性创新
	0.162***
	
	
	
	0.151***
	
	
	

	组织惯例更新×渐进性创新
	
	0.103***
	
	
	
	-0.150***
	
	

	组织惯例更新×双元创新平衡性
	
	
	0.030
	
	
	
	0.020**
	

	组织惯例更新×双元创新互补性
	
	
	
	0.159***
	
	
	
	0.192***

	F值
	29.260***
	38.533***
	93.745***
	33.068***
	21.178***
	27.052***
	39.500***
	28.515***

	R2
	0.395
	0.462
	0.676
	0.424
	0.321
	0.376
	0.468
	0.389

	△R2
	0.381
	0.450
	0.669
	0.412
	0.306
	0.362
	0.457
	0.375

	VIF最大值
	1.140
	1.391
	1.148
	1.271
	1.140
	1.391
	1.148
	1.271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随着实施双元创新的企业数量与日俱增，双元创新及其前因后果必将逐步成为双元创新研究领域的一个新的研究重点和热点。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探究和揭示了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影响，以及组织惯例更新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主要结论如下：
（1）突破性创新对效率型和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假设H1a“突破性创新负向影响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相悖。尽管Gassmann等[24]认为突破性创新旨在进行商业模式的重大变革而非小修小补现有漏洞，但由于突破性创新活动需要投入较多的创新资源，风险性较高，且其创新成果具有滞后性，因此在实际的创新过程中，企业往往在维持现有商业模式运行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商业模式开发，并随着突破性创新技术的成熟，将更多的创新成果应用到商业模式创新上，进而促进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
（2）渐进性创新有利于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但对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具有阻碍作用。与具有颠覆性的突破性创新不同，渐进性创新强调对现有商业模式的修补和完善，致力于提升商业模式的效率性，以维持当前利益为短期目标，缺乏市场探索的动力。因此，在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中，需要积极关注渐进性创新的重要价值。
（3）实现双元创新的平衡和互补均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不同于以往单纯从企业创新方式出发，这一结论考察了双元创新内部匹配程度的影响，证实了影响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置因素——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结果表明企业双元创新平衡性和互补性越强，其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性和价值性越高。
（4）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在企业开展双元创新活动的过程中，组织惯例更新越快，越能够更好地匹配商业环境变化，双元创新对商业模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也越大。其中，双元创新平衡性与商业模式之间的调节作用并未得到验证，经过分析，原因可能在于双元创新平衡性的均值为0.87，说明在样本企业当中，大多数企业都处在平衡性较高的状态，企业在开发新技术同时能够维持稳定收益，保证商业模式创新的资源供应，在这样的环境下，组织惯例更新水平的提升对双元创新平衡性与商业模式创新之间的关系影响有限。
5.2  管理启示
研究结论为企业管理者进行商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主要的管理启示包括：（1）不同的创新方式选择影响着商业模式创新的效率和价值，企业管理者要根据所处环境和企业目标适时调整创新方式。具体来说，当企业进行效率型商业模式创新时，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均是有效的创新方式；当企业进行价值型商业模式创新时，则应当采用突破性创新。（2）在商业模式创新中，尽管不同的创新方式影响不同，但突破性创新和渐进性创新两种创新方式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兼顾二者，在实践中注重双元创新的平衡和互补有利于商业模式创新。（3）要充分重视组织惯例更新的作用，提升组织惯例更新的速度，增强组织惯例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减少复杂外部环境给企业带来的威胁。
5.3  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遵循科学研究逻辑，但仍存在一些理论与实证限制。首先，采用横截面数据无法反映企业创新活动的过程，也无法验证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动态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进行数据收集，对研究建立的理论模型进行拓展；其次，探讨了组织惯例更新在双元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中的调节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将更多要素（如外部环境特性、企业文化等）纳入研究框架，界定其边界作用；最后，尚未考虑中介变量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将资源拼凑、组织适应性等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研究，以更为全面地解释双元性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关系机理。


注释：
1）依照国家七大行政地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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